
税制改革、分工与城市发展：“营改增”为例 

摘要 

 

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确立了在制造业实行增值税，在服务业实行营业税的

税制框架。在当时的经济背景下，有效保障了国家的税源收入，缓解了中央的财

政困境。然而，营业税和增值税的税制并存，一方面增加了产品在制造业和服务

业之间流通的隐形成本，不利于产业间的分工与协作；另一方面，同步产生了同

一产品在生产环节和销售环节的重复征税问题；与此同时，营业税的属地化管理

模式，也不利于企业的跨地区经营。为根本扭转两税分设造成的这些方面的效率

损失，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将原来征收营业税的行业逐步改征增值税，即“营

改增”，对于消除重复征税，深化产业分工，拉动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十三五”规划指出，要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保障，加快新型城镇化步伐，全

面完成营业税改增值税改革。在此背景下，以“营改增”为核心的税制改革如果

“营改增”能够顺利实现分工细化、结构优化，那么就能够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产

业和就业的支撑，进而助推城市化进程。但是，在这次改革中，服务业税制的变

化并没有同步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增值税税收分成比例，这就可能影响到地方政府

的税源基础，进而对城市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本文不仅关心“营改增”

对产业分工的影响，而且关心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在定量研究之前，首先需要厘清两个关键变量。一是分工概念的限定。宏观

层面，是指产业分工深化，而产业分工具体表现为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产业关联程

度，产业间的关联程度越高，分工越细化，专业化生产越明显，产业发展效应越

显著。微观层面，反映为企业专业化分工细化，具体来说，企业通过外购中间品

来生产，将一部分业务分离出去，集中精力发展主营业务。不论是宏观还是微观

意义，本文对分工的界定都离不开产业关联的定义。而产业关联含义的核心，又

取决于两个基本条件：该行业的所有细分行业的中间投入比例以及对应行业的增

值税税率。中间投入越多，产业关联越高，分工越细化；反之，中间投入越少，

产业关联越低，越可能表现为较高的一体化程度。基于此，在分工的作用下，首

先研究“营改增”对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产业发展效应，进而构成研究城市发展效

应的重要基础。 



二是城市发展含义的限定。根据税制改革与城市发展之间的中间机制，对此

进行界定：一方面，“营改增”带来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变化对城镇化边界的扩

张影响，另一方面，“营改增”推动的产业分工发展获得的内涵式城市发展。对

此，本文采用由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公布的夜间卫星灯光数据，

以各城市灯光亮度大于灯光阈值的面积占行政面积的比重度量城市发展（Baum-

Snow et al.，2013；Li et al.，2016），与此相呼应，一方面体现为城市发展的深化，

表现为既有城市边界内的灯光亮度变亮；另一方面体现为城市发展的宽化，表现

为既有城市在空间上的延伸程度。 

与既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贡献可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宏观效

应、作用机制与微观基础相结合的分析框架。本文按照从微观到宏观、层层递进

的链条机制，首次系统定量研究了“营改增”对不同产业乃至城市发展的影响，

这是本文在选题上的创新。其二，以产业关联为视角，为评估“营改增”效应提

供了全新的研究思路。首先从产业互联的角度研究了对服务业的减税、分工、出

口、生产率等效应，然后基于行业间的后向关联和前向关联，评估了对制造业企

业的影响。其三，倍差法评估产业与城市发展，规避内生性困扰。基于“营改增”

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逐步展开的自然实验，利用倍差法的评估思想有助于准确

评估“营改增”的不同层面的改革效应。其四，大型数据的整理与开发，能够为

相关税收政策的制定提供细致的微观基础。以2009-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为对象，

有助于直观营改增对制造业影响的微观效果；以卫星灯光数据为度量依据，为经

济学文献研究城市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具体来说，本文按照从微观到宏观、

层层递进的链条机制，系统定量研究“营改增”对不同产业乃至城市发展的影响。

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 

首先，“营改增”能否实现减税和专业化分工一直是关注的焦点，也是本文

研究的重要基石。理论上，减税效应的实现严重取决于两个关键条件：一是试点

行业要与上游行业有足够强的关联，即该服务业行业要有较多的中间投入，二是

上游行业要具备增值税纳税人资格，这样才可能实现进项抵扣。基于此，本文根

据最新投入产出表细分 139 部门直接消耗系数矩阵与其对应行业的增值税税率，

测算不同行业的产业互联度，以 2009-2014 年服务业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对象，

利用三重差分方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in-Difference，DDD）对此进行检验。

研究发现，“营改增”的减税效应严重依赖于产业互联和上游行业的增值税税率，



“营改增”企业的平均税负没有出现显著下降，但在具备产业互联的企业中产生

了明显的减税效应和分工效应。“营改增”之后，服务业企业可以将中间投入在

纳税时扣除，因此有效地推动了跨地区的分工与协作。“营改增”还促进了企业

设备类固定资产投资，进而提升企业的技术水平。 

其次，合理的税制改革是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营改增”能否为新常

态下的中国经济注入新的动力，破解供需失衡、效率降低的结构性难题，亟待深

入研究。在此背景下，本文利用“营改增”改革的政策冲击，基于产业互联的视

角，采用三重差分方法讨论了“营改增”对企业出口行为和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发现，在产业互联较为充分的企业内，“营改增”改革降低了企业的出口成本，

促进了企业出口收入和出口利润的深化，但是对企业的出口宽化作用影响较小。

研究还发现，“营改增”对企业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其中，研发、

信息技术行业的生产率效应较为显著，而交通运输、国有、政府补贴、融资约束

的企业表现较弱。 

再次，服务业“营改增”之后，将与制造业实行相同的税制，这将有利于打

通产业间的抵扣链条，虽然制造业没有实施“营改增”改革，但是其与服务业有

产业间的前后向关联，所以理论而言，服务业部门的“营改增”改革也会通过产

业链传递到制造业。基于此，以中国投入产出表测算的后向关联和前向关联为基

础，基于 2009-2013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揭示“营改增”对制造业企业绩效的

影响。研究发现，“营改增”改革显著促进了制造业企业绩效的提升，特别地，

与服务业后向关联和前向关联越高的制造业企业，改革效应越显著。换言之，服

务业和制造业之间的产业分工程度关系到税制改革的效果。 

最后，产业结构升级是城市发展的前提和重要表现。基于校准后的

DMSP/OLS 夜间卫星灯光数据重构中国地级市层面的城市发展指标，以规避传

统城市发展统计的难以量化以及原始 DMSP/OLS 数据中的噪音问题，利用服务

业“营改增”在不同地区的试点改革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倍差法（Difference-

in-Difference，DID）从水平效应、增长效应和动态效应三个维度研究了服务业税

制改革对城市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营改增”对城市发展产生了显著的水平

效应，相当于在平均水平上提高了 1.46%，但是受限于“一刀切”的税收分成原

则的约束，因此并不具有对城市发展的增长效应，说明“营改增”对城市发展具

有递减的正面影响。同时，改革的效果还存在一定的时滞性，从改革的次年起才



逐渐显现，意味着增值税抵扣链条的完整性至关重要。研究还发现，产业结构升

级、就业结构演进、投资结构优化及经济增长提升为城市发展效应的实现提供了

潜在机制。  

本文的结论为“营改增”的深入推进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经验证据，但是，“营

改增”在改革过程也不乏存在部分企业税负增加、效率损失等现实问题，需要在

顶层设计中加以完善。基于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首先，税率设置应有充分的理论依据，需要进一步细分行业。为了促进行业

间的税负公平，有必要对增值税税率的水平与结构进行调整，以优化税收环境。

一方面，即使是同一行业内部，也存在较大的进项差异，进而导致改革后的企业

税负变化明显不同。另一方面，应审慎降低有关行业（高新技术行业）的增值税

率。此外，应统一部分行业的增值税税率，过于复杂的增值税税档，同样不利于

行业内产业链的发展。例如，运输业和仓储业是物流链的两大核心环节，实施不

同的增值税率，不仅增加了税收征管的难度，也给逃税留下了隐患，更为不利的

是，破坏了物流产业链的完整性。 

其次，“分步式”的政策实施流程削弱了改革的总体效应，应采取一次性到

位的改革策略。增值税链条的完整性是影响增值税税收中性原则的重要前提，然

而，在“营改增”过程中推行的分地区、分行业的“分步式”改革策略，人为破

坏了增值税链条的完整性，不仅限制了企业的进项抵扣，而且也会冲击到增值税

企业的产业互联，从而增加了企业的隐形负担和分工难度，进而直接影响到产业

升级乃至城市发展的推动效果。相较而言，一次性到位改革策略有助于保持增值

税链条的完整性，有助于消除行业间、地区间的税制差异而导致的不公平竞争，

同时有助于增进效率。 

再次，政策边界的划分不够清晰，可适度进行“增改营”。从营业税的行业

来看，一些行业的特征值得重视。通过对不同行业的产业互联度进行测算，发现

不同行的产业互联度存在较大差异。如果对产业互联程度高的行业实施“营改增”

改革，能够有效实现“营改增”的减税效应和分工效应，而对诸如金融业等较低

产业互联度的行业，由于其与其他行业缺乏足够的关联，即使实施增值税，其进

项抵扣比例也非常低，还是不能有效实现减税目标，甚至可能加重企业税负，同

时也不能有效促进企业专业化分工。因此，本文认为，并不是所有行业都适合“营

改增”，既然有“营改增”改革，根据具体行业产业互联特点，可进行相应的“增



改营”，对产业关联度低的行业采用简便征收的方式。 

最后，优化税收分成原则，以调动地方新型城镇化的积极性。合理的增值税

分配原则对于推动“营改增”的顺利进行，助推产业结构升级、增进城市发展具

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现有的“营改增”税收分成原则实行的是过渡性政策，

这就存在较大的政策不确定性，难以对地方政府的城市发展所需的税源提供理性

的预期，而产生次优效果。关键在于优化中央与地方的税收分成比例，以调动地

方城市发展的积极性。 

 

 


